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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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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与以往不

同的转变，由此对地方财政负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人口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

担的影响，利用我国 2002 － 2019 年省际面板数据 ( 不含港澳台) ，以间接税负作为门限变量，构建面板平滑

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显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

比在不同间接税负水平下对地方财政负担产生不同的影响，少儿抚养比呈现由负向转为正向的 “倒 L”型关

系，而老年抚养比则呈现由正向转为负向的 “L”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间接税负水平和人口抚养比通

过调整家庭消费水平和家庭资源配置影响地方财政负担水平。因此，在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而生育率不高的背

景下，地方政府应如何因地制宜地配套少儿和老年抚养方面的财政政策，并依据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间接税

负水平，是实现人口抚养比与地方财政良性运行关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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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地方财政负担一直是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老龄化日益严重并伴随着生育率不高的

人口结构变化，加重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根据国家

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从 2008 年底

的 5. 35 万亿增长到 2012 年底的 15. 89 万亿，其年均

增速达到 31. 28% ，如此高速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显

然不利于财 政 可 持 续。虽 然 放 开 了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但加速的老龄化仍然是未来中国人口结构演变的主

要趋势，我国正面临重度老龄化与婴儿潮双重人口

抚养的财政压力。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 ( 2015 )

显示，2035 年我国总抚养比将突破 50% ，总抚养负

担以年均 0. 8% 的幅度快速上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 示，2019 年 我 国 人 口 的 总 抚 养 比 已 经 达 到

41. 6% ，因此，人口抚养负担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

深层次的调整和变革。一方面，老龄化意味着更多

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税基萎

缩，降低政府利用个人所得税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

同时老龄人口数量和少儿人口数量的攀升将增加社

会养老保障、健康保障、教育等公共福利支出，导

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和融资负担加重，政府弥

补财政缺口 的 手 段 主 要 依 靠 债 务 融 资。另 一 方 面，

少儿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改变了居民消费水平和

消费结构，增加了健康保健、医疗护理、母婴医疗、
教育培训等高层次服务的消费比例，因此扩大了政

府筹集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税基，使政府财

政收入增加。这两方面的变动对地方财政负担呈现

何种影响、如何依据这种变化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

是现阶段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关于人口结构与财政运行状况的

研究呈现多样性，但国际上的研究主要基于不同国

家的样本数据，检验人口结构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

71

① 作者简介: 齐红倩 ( 1962 － )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暨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经济

计量与老龄化; 杨燕 ( 1988 － ) ，女，吉林白山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老龄化与财政政策; 刘岩 ( 1987 － ) ，

女，吉林集安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人口老龄化。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常态下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要素配置与产业升级政策研究”

( 16JJD790015) ，子课题主持人: 齐红倩;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人工智能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机制研

究” ( 2019ZDPY06) ，主持人: 齐红倩。



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Eskesen ( 2002)

指出，人口老龄化严重危害了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

体系和财政可持续性，Checherita － Westphal 和 Ｒother
( 2012) 也发现，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某些

差异，但人口预测的结果总体上明确表现为抚养比

上升的趋势，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导致了政府债务增

加，并且已成为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的难题。Andersen
( 2012) 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两方面讨论了人口抚养

比的上升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

人口抚养比上升是由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则税收平

滑是合意的解决措施; 如果人口抚养比上升是由预

期寿命延长引起的，延迟退休年龄则是更有效的对

策。日本学者 Kitao 和 Mikoshiba ( 2020 ) 的 研 究 表

明，增加老年人口的劳动供给，可以提高劳动生产

率，显著减轻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缓解财政

压力。
针对人口老龄化与地方财政负担问题，国内学

者主要从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和人口

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两方面进行研究。龚锋

和余锦亮 ( 2015) 基于我国 1981 － 2012 年人口时间

序列数据，对老龄人口消费与财政来源的税负大小

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老年人的商品税负

担较轻时，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而当

老年人的商品税负担较重时，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

持续性的影响是积极的; 在老龄化背景下，与地方

财政支出相关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存在非线性影

响因素，养老保障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各地区养老

保险基金的稳定持续，地方财政负担越重 ( 齐红倩

和杨燕，2020 ) ; 陈 小 亮 等 ( 2020 )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人口老龄化通过财政养老支出增加、财政收入

减少这一路径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进一步，仲

凡和杨胜刚 ( 2016 ) 研究发现，人口流出比例和老

年抚养比的增加将带来地方政府负债率的上升。以

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而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相关的少儿抚养比的研究国内

鲜有涉及。对此，本文在现有老龄人口研究的基础

上，引入少儿人口变量对地方财政负担问题进行研

究。主要研究包括: 第一，在变量的选取上，较为

全面地考虑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即人口抚养比不

仅涵盖了老龄化带来的抚养负担，更注意到二孩政

策实施后婴儿潮带来的少儿抚养负担; 第二，将支

持财政的税收变量纳入到人口抚养比与地方财政负

担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人口抚养比、间接税负贡

献对财政负担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第三，本文采用

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 ( PSTＲ) ，以间接税负为门限

变量，研究人口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影响的非线

性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如何调节间接税负水平保证

人口转型期地方财政稳定运行的对策。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构

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抚养比与地方财政负

担的内在机理和相关关系; 第三部分运用 PSTＲ 方法

分析人口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并对模型

选取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 第四部分是对实证结果

的特征 进 行 分 析 和 解 读; 最 后 是 基 本 结 论 与 政 策

启示。
二、基于两部门的地方财政收支相关理论与机

理分析

税收、消费、少儿和老年抚养等因素决定了地

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主要涉及了地方财政主体单位

的政府部门和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为此，我们对

两部门相关理论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 一) 个体生命周期与抚养比变化

基本的 OLG 模型即世代交叠模型 (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假定个体生命周期为两期，即年

轻人和老年人，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不同生命周期群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也随着老龄化

以及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等政策的实施，在一定时

期内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对此，

本论 文 在 二 期 OLG 模 型 基 础 上， 参 考 黄 晓 薇 等

( 2015) 和刘铠豪 ( 2016 ) 的人口年龄结构分析框

架，将个人生命周期划分为少儿、中青年和老年三

个时期，构建三期 OLG 理论模型。不同的世代间获

得的社会福利和付出的社会贡献有所不同: 处于少

儿期的 群 体，没 有 社 会 贡 献 但 却 享 受 公 共 教 育 资

源①，在消费等方面基本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

策，其医疗、消费、抚养等支出均由父母提供; 中

青年群体拥有工作且身体较为健康，对医疗保障的

需求较少，能够享受相应的公共教育资源，工作获

得的收入全部用于自身消费、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

承担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老年

群体能够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收

入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养老金以及子女的赡养

费。对此，我们假定存活 t 期的中青年为第 t 代人，

所有中青年的工作效率均相同，等于工资率 yt 。第 t
代人的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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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 ( c0，t －1，c1，t，c2，t +1，Lt+1，et－1，et，ht+1 ) = u( c0，t －1，

et－1 ) + u( c1，t，et ) + 1
1 + θ

Lt+1u( c2，t +1，ht+1 ) ( 1)

式 ( 1) 中 c0，t －1，c1，t，c2，t +1 分别是少儿期、中青年

期和老年期的消费; Lt+1 表示老年阶段的寿命; et－1 和

et 定义为政府对少儿和中青年提供的公共教育服务;

ht +1定义为政府提供给老年人的服务，主要体现在医

疗保障服务方面; u(·) 分别表示三类群体的效用;

由于寿命预期依赖于主观预测，因此 θ 表示寿命主观

时间偏好。
( 二) 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职能部门，在其地方财政

的预算支出中包括多种项目，如一般公共服务 ( 国

防、公共安全等) 、事业性公共服务 ( 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环境保护、农林水事务、交

通运输等) 和保障性公共服务 ( 社会保障就业、医

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 等。就本文的研究目标看，

我们主要研究政府负担支出项目中的公共教育支出、
医疗卫生支出和养老保障支出，忽略其他支出，这

些支出承担着为少儿期、中青年期和老年期提供公

共教育 et、医疗保障 ht 和养老保障 pt 等服务。另一方

面，政府支出的资金来源为税收收入，包括对中青

年人劳动所得按照税率 τy
t 征收所得税，以及对少儿

期、中青年期和老年期的消费支出按照税率 τc
t 征收

间接税。假定任意时期 t + i 的一揽子政策被给定:

{ et+i，ht+i，pt+i，τ
y
t +i，τ

c
t +i}

∞
i = 0 ，则政府在 t 期的预算约束

恒等式为:

Bt+i = Nt+i－1T0，t +i + Nt+iT1，t +i + Nt+i+1T2，t +i ( 2)

其中，Bt+i 为 t + i 期的财政预算盈余 ( 赤字) ，

Nt + i － 1，Nt + i，Nt + i + 1 分别为每个阶段个体的出生率。
T0，t +i，T1，t +i 和 T2，t +i 分别为少儿、中青年和老年在 t + i
期对政府部门的净贡献，表示为:

T0，t +i = τc
t +imyt+i － ωet+i ( 3)

T1，t +i = τy
t +i yt+i + τc

t +inyt+i － et+i ( 4)

T2，t +i = τc
t +i ( pt+i + syt+i ) － ht+i － pt+i ( 5)

( 3) 和 ( 4) 式中，m 表示少儿消费支出占收入

的比重; ω 表示少儿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

n 表示中青年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s 表示子女赡

养老人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为简化起见，假定公共服务支出与劳动收入存

在固定的比例关系:

et+i = eyt+i ( 6)

ht+i = hyt+i ( 7)

Pt+i = pyt+i ( 8)

假设工资率相同的情况下，可得 Yt+i = Nt+iyt+i ，

定义 bt+i =
Bt+i

Yt+i
，将 ( 3) — ( 8) 式带入到 ( 2) 式，

并将两边同时除以 Yt+i 可得:

bt+i =
Nt+i－1

Nt+i
( τc

t +im － ωe) + τy
t +i + τc

t +in － e +

Nt+i+1

Nt+i
［τc

t +i ( p + s) － h － p］ ( 9)

按照人口经济学的定义，少儿抚养比为单位劳

动适龄人口抚养的少儿人口数量，老年抚养比为单

位劳动适龄人口抚养的老年人口数量，本文分别用

Ψ 和  表示，带入到 ( 9) 式中，可知:

bt+i = ψ( τc
t +im － ωe) + τy

t +i + τ
c
t +in － e + ［τc

t +i ( p +
s) － h － p］ ( 10)

由 ( 10) 式可以看出，政府负担的人口抚养成

本与当期的财政盈余存在负相关关系。
( 三) 财政收支缺口与财政可持续性

财政负担是决定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人

口抚养比相关因素的跨期变动影响地方财政负担，

进而决定财政可持续性。Andersen ( 2012 ) 、龚锋和

余锦亮 ( 2015 ) 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成果表明，

为实现财政可持续性，需要保证在当期政策和经济

发展趋势下，跨期预算约束始终可以实现。因此政

府举债时，需满足基础财政收支的现值大于等于初

始债务水平。本文依据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将国

际 上 通 常 用 的 st 作 为 财 政 缺 口 指 标，定 义 为 下 式

的解:

∑
∞

i = 0
( 1
1 + r)

i bt+i + st∑
∞

i = 0
( 1
1 + r)

i = dt ( 11)

其中，bt+i 为盈余率，dt 为初始债务水平，r 为贴现

率。将 ( 10) 式带入到 ( 11) 式可得:

st = － r
1 + r∑

∞

i = 0
( 1
1 + r)

i{ ψ( τc
t +im － ωe) + τy

t +i +

τc
t +in － e + ［τc

t +i ( p + s) － h － p］} + r
1 + rdt ( 12)

由于政府财政融资主要依靠税收和举债，因此

在税收和通货膨胀受到约束时，财政可持续性与财

政负担水平息息相关，st 的影响因素也同样是负债率

的影响因素，而负债率的变动等于财政缺口减去初

始债务率，因此地方财政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模型

可以表示为:

Debti = st －
r

1 + rdt

= － r
1 + r∑

∞

i = 0
(

1
1 + r)

i { Ψ ( τct + i m － ωe) +

τyt + i + τ
c
t + in － e +  ［τct + i ( p + s) － h － p］} ( 13)

将式 ( 13) 分别对 ψ 和  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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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ti
ψ

= － r
1 + r∑

∞

i = 0
( 1
1 + r)

i ( τc
t +im － ωe) ( 14)

Debti


= － r
1 + r∑

∞

i = 0
( 1
1 + r)

i［τc
t +i ( p + s) － h － p］

( 15)

由 ( 14) 和 ( 15 ) 可以看出，在满足财政跨期

可持续的条件下，政府财政负担与少儿抚养比、老

年抚养比的关系受到间接税负影响，当 τc
t +im ＜ ωe

时，少 儿 抚 养 比 与 财 政 负 担 水 平 的 变 动 同 向; 当

τc
t +im ＞ ωe 时，少儿抚养比与财政负担水平的变动呈

现反向，由此可得少儿抚养比与财政负担之间呈现

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当 τc
t +i ( p + s) ＜ h + p 时，老年抚

养比的提高会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增加

政府财政压力，当 τc
t +i ( p + s) ＞ h + p 时，老年抚养比

的提高有利于改善财政的可持续性，减轻地方财政

的压力，因此老年抚养比与财政负担之间也呈现明

显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后续部分对上述理论分析进

行实证检验，并基于实证分析进行解释。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02 － 2019 年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之

外的中国 31 个省、市和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地方财政负担水平，受地方

财政相关指标及样本可得性的约束，本文对地方财

政负担 水 平 采 用 估 算 的 方 式，参 考 齐 天 翔 和 陈 瑞

( 2016 ) 、高珂和王涛 ( 2020 ) 的方法，我们将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之差与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度量地方财政负担水平的

指标; 人口 ( 少儿和老年) 抚养比为核心解释变量

( 钟水 映 和 李 魁，2009; 杨 继 军 和 张 二 震，2013 ) ，

其中少儿抚养比为 0 － 14 岁人口占 15 － 64 岁人口比

重，老年抚养比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5 － 64 岁人口

比重，除了 2010 年为我国人口普查结果外，其他年

份均为人口抽样调查结果; 同时，选择间接税负为

门限变量，参照平新 乔 等 ( 2009 ) 、高 培 勇 和 毛 捷

( 2013) 对我国间接税的研究，本文选取地方财政营

业税和地方财政国内增值税之和来衡量间接税，用

间接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衡量间接税负。此外，

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水平也是影响地方政府收入的

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

参与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平均受教育年

限根据各地区 6 岁及以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量

以及受教育年限计算而得，劳动参与率使用各地区

就业人口数量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值衡量。本文所

有样本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

网站公开数据。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单位 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EBT
(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 14. 31 558 18. 05 0. 84 124. 37

CDＲ
0 － 14 岁人口与 15 － 64 岁

人口的比例关系
% 24. 48 558 7. 19 9. 60 44. 60

ODＲ
65 岁及以上人口与 15 － 64 岁

人口的比例关系
% 12. 96 558 3. 07 6. 70 23. 80

IT
( 地方财政国内增值税 + 地方

财政营业税) /地区生产总值
% 3. 64 558 1. 34 1. 86 8. 87

ED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8. 59 558 1. 24 3. 74 12. 68

LPＲ 劳动参与率 % 40. 44 558 23. 7 9. 95 164. 14

注: 数据从 2002 年开始计算。
( 二) 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

前述理论分析表明，当间接税负达到某一临界

值附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

的影响呈现不同的变化方向。针对这种门限非线性

关 系，Hansen ( 1999 ) 提 出 面 板 门 限 回 归 模 型

( PTＲ ) ，通 过 设 定 “门 限”将 样 本 数 据 分 为 不 同

“区制”，不同的 “区制”对应不同的回归系数。但

PTＲ 模型中回归系数在不同 “区制”间的变化不是

平滑的，因此 González et al． ( 2005) 提出了面板平

滑门限回归模型 (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Ｒegression，

简称 PSTＲ) ，使回归系数在不同 “区制”之间可以

平滑的转换。PSTＲ 模型是一种解释变量外生的固定

效应模型，其回归系数随着个体和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模型假定回归系数是某一外生变量的连续函数，

称之为转换函数，转换函数的不同取值将样本分为

不同的“区制”，因而样本数据具有异质性。我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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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 PSTＲ 模型形式如下:

DEBTit = αi + β1CDＲit + β2ODＲit + β3EDit

+ β4LPＲit +∑
K

k = 1
( βk

1CDＲit + βk
2ODＲit

+ βk
3EDit + βk

4LPＲit ) Γ
k + εit

Γk ( ITit ; γ
k，ck ) = { 1 + exp［－ γk∏

m

k = 1
( ITit － ck ) ］} －











 1

( 16)

( 16) 式中，被解释变量 DEBTit 为地方财政负担

水平，解释变量分别为少儿抚养比 CDＲit 、老年抚养

比 ODＲit ，控制变量为受教育水平 EDit 和劳动参与率

LPＲit ，α1 表示固定个体影响，t 为时间，i 为每期所

包含的样本，Γk ( k = 1 ～ K) 为 logistic 型的转换函数，

其取值范围为 ［0，1］，K 为转换函数的个数，m 为位

置参数的个数，β 为待估系数，εit 为随机扰动项; ITit 是

门限变量，ck 为位置参数 ( location parameter) ，γk 为平

滑参数，该参数决定了转换函数变化的平滑程度。
在上述设定下，人口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

影响系数可以表示如下:

δc =
DEBTit

CDＲit
= β1 +∑

K

k = 1
βk
1Γ

k ( 17)

δ0 =
DEBTit

ODＲit
= β2 +∑

K

k = 1
βk
2Γ

k ( 18)

接下来，我们依据变量的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和

设定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PSTＲ 模型检验

我们首先进行面板数据的非线性特征检验，以

判断样本数据是否具有非线性，检验结果如表 2 所

示。可以看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LM、LMF
和 LＲT 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均拒绝模型不存在非线性

特征的原假设，至少存在一个转换函数，表明本文

建立 PSTＲ 模型具有合理性。
表 2 模型的线性检验

检验统计量
线性检验

H0 : K = 0; H1 : K≥1

Wald Tests ( LM) 185. 69 ( 0. 00)

Fisher Tests ( LMF) 65. 21 ( 0. 00)

LＲT Tests ( LＲT) 225. 79 ( 0. 00)

注: 括号内为对应的 P 值。
我们进一步对两个模型是否具有剩余非线性进

行检验，进而确定最佳转换函数和门限的个数，检

验结果见表 3。表 3 表明，当 m = 1 时，三个检验统

计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转换函数个数为 1

的原假设，即模型的转换函数的个数为 1。我们根据

AIC 和 BIC 准则判断位置参数的个数，基于参数精简

的原则，结合 m = 2 时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本

文选择最优位置参数的个数为 1。
表 3 模型的剩余非线性检验

假定条件 检验统计量
位置参数的个数

m = 1 m = 2
结论

H0 : K = 1

H1 : K≥2

LM 7. 39 ( 0. 12) 21. 81 ( 0. 01)

LMF 1. 73 ( 0. 14) 2. 60 ( 0. 01)

LＲT 7. 44 ( 0. 11) 22. 25 ( 0. 01)

AIC 2. 59 2. 55

BIC 2. 67 2. 69

K = 1
m = 1

注: 括号内为对应的 p 值。
( 二)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我们通过对模型进行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见

表 4。可以看出，模型中大部分变量在 5%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从平滑参数来看，模型参数位于 10 以

下，表明变量之间的非线性转换关系较为平滑，即

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

数在不同“区制”间平滑转移，符合模型设定的预

期。为了更为详细地描述随着间接税负水平的变化，

人口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影响系数的变动特征，

我们根据估计结果和原始数据，绘制人口抚养比对

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数随间接税负水平变化的散

点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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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线性部分 非线性部分

CDＲ － 0. 63＊＊＊ ( － 5. 53) 1. 52＊＊＊ ( 7. 49)

ODＲ 0. 34＊＊ ( 1. 97) － 0. 44＊＊ ( － 2. 12)

ED 4. 63＊＊＊ ( 6. 24) － 3. 39＊＊＊ ( － 4. 86)

LPＲ － 0. 01 ( － 0. 83) 0. 03 ( 1. 15)

位置参数 3. 82

平滑参数 1. 43

注: * 、＊＊和＊＊＊分别表示参数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量。

图 1 人口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影响的动态变化

从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和散点图可以看到，间

接税负的门限值为 3. 82% ，当间接税负小于 3. 82%
时，少儿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数趋近于

－ 0. 63，即少儿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每增加

1% ，地方财政负担水平降低 0. 63% ; 当间接税负达

到 3. 82% 时，少儿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

数为 0. 13 ( － 0. 63 + 1. 52 × 0. 5 ) ，此时少儿人口占

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每增加 1% ，地方财政负担水平

增加 0. 13% ; 当间接税负大于 3. 82% 时，少儿抚养

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数趋近于 0. 89 ( － 0. 63
+ 1. 52) ，即少儿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每增加

1% ，地方财政负担水平提高 0. 89% ，由此可见，随

着间接税负水平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

担的影响系数逐渐从 － 0. 63 上升到 0. 89。可见，我

国少儿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随着间接税负

的提高呈现由负向转为正向的“倒 L”型关系。
从门限值两侧我们观察老年抚养比变动与地方

财政负担的关系发现，当间接税负小于 3. 82% 时，

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数趋近于 0. 34，

即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每增加 1% ，地方

财政负担水平提高 0. 34% ; 当间接税负达到 3. 82%
时，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数为 0. 12
( 0. 34 － 0. 44 × 0. 5) ，此时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

的比重每增加 1% ，地方财政负担水平提高 0. 12% ;

当间接税负大于 3. 82% 时，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

负担的影响系数趋近于 － 0. 1 ( 0. 34 － 0. 44 ) ，即老

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每增加 1% ，地方财政

负担水平降低 0. 1% ，由此可见，随着间接税负水平

的提高，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系数逐

渐从 0. 34 下降到 － 0. 1，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

的影响呈现由正向转为负向的 “L”型关系。区别于

龚锋和余锦亮 ( 2015 ) 的研究，本文在讨论老龄化

与地方财政运行关系时所采用的数据是面板数据，

但是本文得出的老龄化与财政负担的非线性特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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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其结论基本吻合①，这说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深

入，老龄化与财政负担的非线性特征在时间和地区

方面均呈现相似特征。
由以上分析 可 知，在 不 同 的 间 接 税 负 水 平 下，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抚养负担对地方财政压

力的影响表现出显著差异。直接税和间接税是中青

年劳动人口和消费人口需要承担的两部分税费，直

接税往往作 用 于 工 资 所 得，影 响 家 庭 的 主 要 收 入;

而间接税作用于消费的各个环节，其主要体现在各

种消费品的价格上，影响家庭的收入分配以及消费

决策，因此，在收入和直接税水平保持稳定的情况

下，消费过程中间接税负的轻重将直接影响家庭的

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由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属

于家庭中的纯消费者，而且二者侧重的消费品以及

消费能力不同，因此如果家庭的抚养负担不同，作

用在家庭消费的效果也不一样。少儿抚养比的提高

显著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

则显著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支出 ( 毛中根等，2013 ) 。
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少儿人口往往意味着家庭的希

望与未来，少儿人口消费的决策取决于父母的消费

决策。钟水映和李魁 ( 2009 ) 的研究表明，在中国

极其强调代际抚养责任的文化传统下，少儿抚养成

本具有刚性，中国家庭的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倾斜

现象，在面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资源竞争时，前者

多让位于后者。在家庭环境中，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是重中之重，从出生到上学，每一个时点都被家长

视为竞争环节，家长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子女的成长

与教育中，将资源倾向于对子女的抚养上，因而与

老年人相比，居民家庭消费的增加多数来源于少儿

抚养比的提高。这也与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关，

老年人收入基本来源于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和被少儿

抚养挤占而减少了的子女赡养费，用于孝敬父母的

赡养费的多少受子女消费以及育儿成本的影响，处

于被动收入地位。但在消费决策上，与少儿人口相

比，除了考虑子女的建议外，大部分老年人都具备

消费决策的 能 力，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增 加 了 主 动 消 费。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随着间接税负水平的变化，少

儿、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
当间接税负水平较低时，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

较轻，在少儿抚养比增加时，将会促进家庭对母婴、
婴幼儿看护和教育等消费需求，这些消费转化成间

接税收，带来政府收入的新增长点。政府基于增加

的这部分收入，补充对少儿提供公共福利支出的增

加，包括教育、妇幼保健等财政支出。因此少儿抚

养比的增加并没有带来财政负担水平的提高，反而

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而当间接税负提高时，将会

提高消费品价格 ( 郭长林等，2013 ) ，由此生活成本

和育儿成本的增加将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和生育

决策，少儿抚养产生的间接税收将无法缓解政府财

政压力，转而产生消极的影响。可见，在少儿抚养

比持续上升阶段，较低的间接税负有助于缓解政府

的财政压力，也有助于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过程

中减轻家庭的抚养负担，而且较低的养育成本，将

提高家庭对于二孩以及多孩的生育意愿，实现财政

政策与生育政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和

子女的赡养费，在间接税负水平较低时，一方面老

年人口将增加旅游、医疗保健和养老等领域的消费

支出，但由于老年人日渐衰退的身体状态，降低间

接税负对于老年人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及少儿消费，

由于生活成本降低，家庭将更多的资源倾向于对少

儿和中青年人口的消费，子女负担的赡养费用相应

减少; 另一方面，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障

支出与老年人口数量、寿命以及健康情况紧密相关，

在间接税负较低的情况下，老年人通过旅游、医疗

保健以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改善身心健康进

而延长寿命，但这也意味着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养

老金，消费水平的提高带来的间接税收很难抵消政

府增加的财 政 支 出，因 而 增 加 了 政 府 的 财 政 压 力。
而随着间接税负的提高，中青年的自身消费和少儿

抚养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在赡养费得不到改善的情

况下，老年人对于旅游、医疗保健以及养老服务等

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缩减，不仅老年人口的寿命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政府在养老方面的财政支出

也会降低，这有利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因此，随

着间接税负水平的提高，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反而降

低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2000 年我国平均一个劳动力抚养 0. 32 个少年儿

童并且赡养 0. 1 个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而 2000 年

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少儿

抚养比持续下降，直到 2013 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

少儿抚养比首次在 2014 年出现上升，但老年抚养比

上升的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同样，“全面二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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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将会使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缓冲，但由于社

会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我国 “二胎”政策的实施效

果并不十分理想，短期看，无法改变人口老龄化的

总体趋势。对此，在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总抚养比

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平衡地方财政收支、保证地方

财政可持续是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
本文以与地方财政收入密切关联的间接税负为

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人口抚养比对

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理论和数理分析表明人口抚

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规模存在非线性影响，我们进

一步对这种非线性的拐点及其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
地方财政是由不同省域的财政指标综合而成，对此

利用我国 2002 － 2019 年 31 个省、市和地区 ( 不含

港、澳、台) 的面板数据，以间接税负作为门限变

量，构建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口

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结

果显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不同间接税负

水平对地方财政负担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 间接税

负的门限值为 3. 82% ，少儿抚养比与地方财政负担

呈现“倒 L”型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地方财政负担

呈现“L”型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导致以上结果

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间接税负水平对家庭消费

具有重要影响，在收入和直接税水平保持稳定的情

况下，间接税负的轻重将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结构

和消费水平; 另一方面，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侧重

的消费品以及消费能力不同，不同人口抚养比水平

对家庭资源配置策略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在不同

间接税负水平下，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变动

对地方财政负担水平的影响不同，进而对地方财政

造成的压力也不同。
针对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我们得到如

下启示:

采取适度的财政政策可以缓解人口转型时期对

地方财政运行带来的压力，甚至可以带来对财政运

行的良性影响。在不同间接税负水平下，人口抚养

比带来的地方财政负担并不相同。因此，地方政府

在制定间接税负的策略时，应因地制宜，根据各地

区人口特征、抚养比水平和发展趋势采取较为适宜

的间接税负水平，避免人口转型期间对地方财政带

来的风险，尤其是不同人口基数、不同人口年龄结

构的省份，应依据其财政收支水平，适时调整相应的

间接税负，保证少儿、老年抚养比在适度的比例内。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应积极推动少儿及老

年消费市场的发展，提高政府利用间接税筹集财政

收入的能力。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人口抚养比的

提升将增加财政支出，不利于财政运行，但随着少

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

升，增大少儿 人 口 和 老 年 人 口 对 财 政 收 入 的 贡 献，

将有助于改善财政运行。另外，系统地识别少儿抚

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于家庭预算约束的不同意义，

通过完善教育、培训和医疗健康等抚养人口重点消

费市场的发展，提升抚养人口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质

量，在人口抚养比增大的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间

接税收的税基，为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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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on Local Financial Burden in China
Qi Hongqian，Yang Yan，Liu Yan

Abstract: At present，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two child”poli-
cy，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different changes，which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local financial bur-
den． Based on the three period OLG model，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on the scale
of local financial burden，and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 excluding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from 2002
to 2019 in China，constructs a PSTＲ model with indirect tax burden as threshold variable，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on local financial burd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ld dependency ratio and the old － age dependency ratio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local financial burde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indirect tax burden． The child dependency ratio shows an inverted L － shaped relationship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while the old － age dependency ratio shows a “L” type relationship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Further re-
search shows that the level of indirect tax burden and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affect the level of local financial bur-
den through adjust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 and family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for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 elderly population and low fertility rate，the key to realize the benig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
pendency ratio and local finance is how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support the fiscal policy of child and the elderly
suppor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and adjust the indirect tax level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Keywords: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Local financial burden; Indirect tax burden; PSTＲ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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